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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补偿有效性不足，资源约束下的生计受限是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从替代性生计视角探讨生态补偿有效

性提升，可为生态补偿和生计关系的不一致观点提供调和思路，也有助于促进生态补偿深化改革。本研究以草原生

态补奖政策为例，利用甘肃和青海两年追踪调查数据，基于牧户禁牧行为实验，采用区间数据模型和双变量 probit
模型，从非牧就业和就业培训视角，检验牧户过去 6 年的替代性生计特征和村级过去 4 年的替代性生计措施对牧户

禁牧受偿意愿的影响，揭示替代性生计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有效性的提升作用。结果发现：牧户替代性生计特征是

降低其禁牧受偿意愿、在当前补偿标准下优化补奖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但只有高收益、高稳定性的高技能非牧就

业才能发挥有效作用；村级提供就业培训服务有利于降低牧户禁牧受偿意愿、在当前补偿标准下提升补奖政策有效

性，但该作用需持续 3~4 年的累积才能显现。因此，生态补偿改革应充分重视受偿主体的替代性生计转型和发展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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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whereby herders are paid to control 
overgrazing to facili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ill faces the challenge of ineffectiveness.  The constraint on 
livelihoods determined by resource limitations stands out as a significant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failur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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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Exploring ways to optimiz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alternative livelihoods can offer a fresh approach to reconcil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sustaining livelihoods.  Moreover， this approach can also 
contribute to furthering the reform efforts with respect to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This study， using data on 
outcomes under the grass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GECP）， conducted interval data regression and 
bivariate probit regression analyses using 2 years of tracking survey data from Gansu and Qinghai provinces.  Building 
on the herders’ grazing prohibition behavioral experiment，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herders’ 
alternative livelihood opportunities over the past 6 years and village-level alternative livelihood measures over the past 
4 years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 compensation for grazing prohibition.  Our study considers the 
perspectives of non-pastoral employment and employment training， with the aim of elucidating the enhancement 
effect of existence of alternative livelihood option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ECP.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alternative livelihood opportunities of herders are crucial in determining their WTA grazing bans and optimiz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ensation policies under the current policy settings.  However， only high-skilled non-pastoral 
employment with high income and stability can effectively contribute to improved WTA.  Additionally， the provision 
of employment training services at the village level is beneficial in decreasing the WTA of herders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GECP under the current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lthough this effect requires a cumulative period of 
3-4 years to become evident.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reform， we should 
focus on balanc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ensated subjects， fully consider 
the alternative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ssues of the compensated subjects， provide them with 
more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support， and promot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ethos with a strong ecological focus.
Key words： grass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alternative livelihood； non-farm work training； willingness to 
accept； behavioral economics

生态保护补偿（以下简称“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经过不断探索和深化改革，

中国初步形成了符合现实国情的生态补偿格局。生态补偿，国际上通常称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是一种让生态系

统服务提供者愿意提供具有外部性或者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激励机制［1］。经过试点改革和发展，中

国生态补偿领域不断拓宽，从森林逐步扩展到流域、草原、湿地、海洋、耕地等，从生态系统要素补偿扩展到区域补

偿；补偿资金规模大幅上升，中央财政拨付的生态补偿资金从“十五”时期的约 1300 亿元上涨至“十三五”时期的

8000 亿元以上，目前平均每年各类生态补偿资金总量约 1800 亿元（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补偿工作，把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作为生态

文明体制的“四梁八柱”之一积极推进。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出台生态补偿条例。有关部门和地方扎实开

展生态补偿重点工作，推动中国建成了覆盖面最广、受益人口最多、投入力度最大的生态补偿制度体系。

然而，当前生态补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依然面临与预期目标偏离、发挥作用有限等有效性不足的问题，资源

约束下的生计受限是造成生态补偿失效的重要原因。依据生态补偿的作用机制，条件性是生态补偿最重要的特

性，受偿主体自愿性是决定条件性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2］。自愿性是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愿意遵守协议规

定的体现，如果存在某些制约因素，如补偿标准过低、资源约束下的生计保障不足等，则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自

愿性会降低，从而影响其对政策相关规定的遵守程度［3-4］。当前中国的生态补偿政策对减少受偿主体的生态资源

依赖问题和其之后的替代性生计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导致政府的生态保护意志与受偿主体的生计转型需求发

生冲突，影响政策实施效果。以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涉及农牧民最多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下

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为例，该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预期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自政策实施以来，

牧户平均每千 hm2草场减少牲畜放牧量 120 个羊单位上升至约 525 个羊单位，但相比于 975 个羊单位的减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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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存在较大差距，且超载牧户的比例依然高达 80. 8%［5］，偷牧、夜牧现象仍频繁发生［6-7］。草地保护政策下，牧民

以减少牲畜来保护生态环境，但往往由于现有生计资源不足，畜牧养殖仍是其主要谋生手段，经济生活重心无法

成功由牧区转向县镇，继而影响政策实施效果［8］。

目前，已有研究围绕评估和提升生态补偿有效性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但从替代性生计视角探讨提升生态补偿

有效性的研究相对较少。生态补偿能否改善环境是国内外学者最主要的关注点。大部分文献证实生态补偿政策

具有正向环境改善效应［9-11］。但也有部分研究发现生态补偿政策未实现从根本上缓解生态恶化的预期效果［6，12］，

甚至出现生态负效应［7，13］，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探讨如何优化生态补偿政策、提升政策有效性的必要性。对于生

态补偿的生计效应，已有研究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生态补偿有积极的生计效应，有助于提高受偿主体收

入［14-16］，推动剩余劳动力就业［17］，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与可持续发展水平［18-19］。但也有学者关注到补偿政策

对当地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包括家庭收入下降［6，20-21］、加剧收入不平等［11］、导致农村大量劳动力剩余［22］等。甚至

一些学者认为，生态补偿是为改善环境而实施的政策，生计改善不应被列为政策目标［23-24］。但也有学者对这一观

点持有不同意见，认为生态补偿应瞄准减贫［25］。在提升生态补偿有效性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应从法律完善［26］、补

奖标准提高［16，27］和差异化设计［28］、监管强化［13，29-30］、道路投资建设等辅助措施配套［11］等维度着手。有研究通过案

例描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等地使用替代性生计，如创业补助、就业专业岗位补助等配套性措施，可促进生态补偿

政策的有效落实［21］。可以发现，目前利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替代性生计对生态补偿有效性影响的研究较为匮乏。

因此，本研究拟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为例，实证分析替代性生计对生态补偿有效性的影响。草原生态补奖政

策是政府通过向承包草地的牧民提供补助奖励资金的方式，激励他们履行禁牧或者草畜平衡相关规定以实现草

原生态保护的公共政策。该政策当前处于第三轮（2021-2025 年），前两轮政策实施过程中（2011-2020 年），中

国政府累计投入资金 1500 多亿元，覆盖了 1200 多万户农牧民。但是，目前补偿区域依然存在超载过牧比例高、偷

牧夜牧屡禁不止的现实问题，如何提升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有效性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思考与广泛讨论。本研究拟

围绕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从替代性生计的视角探讨优化生态补偿实施效果，理论意义上有助于拓宽和丰富生态补

偿研究体系，同时为当前研究中关于生态补偿和生计关系的不一致观点提供了新的调和思路，即生态补偿初衷的

目标不一定必须是改善生计，但是替代性生计保障是提升生态补偿有效性的重要渠道；实践意义上，为提升生态

补偿实施效果、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等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为剖析替代性生计提升生态补偿有效性的内在逻辑，本研究分别阐述无替代性生计下生态补偿政策失效和

有替代性生计下生态补偿政策有效的内在机理。Wunder［4］综合各种研究的理解和认识进展，修订生态补偿的定

义为“一种生态系统服务使用者和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自愿交易，基于双方协定的自然资源管理协议而产

生被补偿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有条件的付费”。根据该定义可知，“有条件”和“付费”是生态补偿实施的两大关

键。“有条件”是指生态补偿付费的前提条件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提供了生态系统服务或者采取了相关自然

资源管理规定，这是生态保护补偿最重要的特征，保障了付费者的利益［4］；“付费”则是一种激励机制。例如，在草

原生态补奖政策中，“有条件”即政府要求受偿牧户必须遵守禁牧或者草畜平衡放牧要求，服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约束，相应地，政府给予牧户一定的资金补偿。可知，自然资源利用约束和资金补偿是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下，政策

和受偿主体发生互动的两条重要路径，前者是规制，后者是激励。

图 1 展示了无替代性生计下生态补偿政策失效与有效的内在机理，并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为例进行阐述。

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下的草地资源利用约束会直接造成牧户产生剩余劳动力和生计利益损失。劳动力剩余

方面，首先禁牧和草畜平衡放牧的要求都意味着牧户的牲畜养殖规模减小，相应的牧业劳动力需求降低。同时，

禁牧和草畜平衡政策下，政府鼓励舍饲圈养，这种饲养方式相比于自然放牧而言对劳动力要求较低，从而能吸纳

一些老、幼、弱劳动力，使原来潜在剩余劳动力显现出来。生计利益损失方面，虽然当前的补偿标准有增加，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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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弥补牧户减少甚至放弃放牧的经济损失。例如，调查显示，户均减畜损失为 1. 86 万元，但政策补偿金额仅

为 1. 27 万元［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良好可行的替代性生计，便缺乏将牧业劳动力从畜牧业生产中转移出来

的动力，从而继续保持对草地资源的利用强度。甚至，在弱监管且只能依赖放牧作为唯一生计策略的情况下，补

奖资金可以缓解畜牧业生产的资金约束，牧户可能会将得到的补奖资金继续投入到畜牧业生产中，用于购买牲畜

扩大生产，从而强化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利用。由此，在缺乏替代性生计的情况下，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失效，难

以实现缓解草地过度利用的预期目标。

然而，如果在自然资源利用约束下，受偿牧户有良好可行的替代性生计，政策失效的局面即可得到改善。如

图 2 所示，一方面，替代性生计可以转移吸纳由于资源利用约束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对家庭劳动力进行重新合理

配置，进而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下减少农牧户的草场过度利用行为。尤其是在替代性生计收益高、发展好的

情况下，家庭劳动力会更多地向非牧就业转移，缓解牧户对草场的利用强度。同时，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在非农牧

就业领域具有突出的优势，为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在替代性生计发展下，家庭内部最先转移至非牧领域的往往

是青壮年劳动力，留守的中老年农牧民超载过牧的可能性较低［31］。另一方面，替代性生计产生的稳定收益可以较

好地弥补牧户减少或者放弃放牧的利益损失。由此，在替代性生计的作用下，受偿牧户会弱化对自然资源的依

赖，在当前补偿标准下提高其政策遵守意愿，从而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效果。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

假说：替代性生计能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效果。

1. 2　实验设计

检验替代性生计对提升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有效性最直接的方法是估计替代性生计对受偿主体生态相关行为

的调节效应，但该方法面临 3 个局限：一是受偿主体的生计和生态保护行为之间有较强的反向因果、自选择偏差

图 1　无替代性生计下生态补偿政策失效的内在机理

Fig. 1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failure without alternative livelihood

图 2　有替代性生计下生态补偿政策有效的内在机理

Fig. 2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success with alternative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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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生性问题，该方法会造成识别偏差；二是微观层面上，不同受偿主体之间的补偿标准往往差异不大，尤其在截

面数据中，使用该方法会由于补偿标准的变异性不足而难以得到准确的估计结果；三是受偿主体生态保护行为的

测量误差问题。例如使用牧户放牧强度衡量其是否遵从禁牧或者草畜平衡放牧要求，放牧强度是一个涉及草地

产草量、补饲等的多维度复合指标，易出现测量误差。因此，本研究利用行为经济学的方法，通过识别替代性生计

对受偿主体受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的影响来揭示替代性生计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优化作用。

该方法可行的关键前提是补偿标准过低是导致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难以有效落实最直接的原因［27，32-36］，因此假设

在目前补偿标准没有实现差异化的情况下，牧户的受偿意愿越高代表其对当前的补偿标准越不满意，则遵守政策

约束的可能性越低（或即使在低补偿标准下遵守约束，这种约束也不稳定），导致政策有效性不足。一方面，该方

法直接避免了补偿标准变异小导致的估计偏差和生态行为测量误差问题；另一方面，受偿意愿是受偿主体最直接

最主观的政策期望，和行为相比受到的影响约束较少，从而降低估计的自选择偏差。

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设置了“不愿意遵循禁牧政策的主要原因”这一问题，调查结果发现，接近半数

（46. 72%）的牧户表示补偿标准太低，认为该补偿不能覆盖其放弃放牧的机会成本，因此不愿意遵循禁牧政策。

27. 07% 的牧户表示禁牧会降低其收入，因此不愿意参与，这也间接说明了补偿标准太低而没有弥补其放弃放牧

的收入损失。由此可知，补偿标准过低是牧户参与政策意愿不高、政策实施效果不佳最主要的原因，从替代性生

计影响牧户禁牧受偿意愿的角度揭示其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效果的优化作用是可行的。此外，13. 1% 的牧

户表示如果不放牧，他们没有别的替代性生计方式，表明能否有效转移由于禁牧而闲置的劳动力到其他生计活动

上，是影响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如果其他生计活动匮乏，牧户放弃放牧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

低。因此，要促进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有效落实，应从增加牧户获得高稳定性、高收益的替代性生计方式着手，这也

证明了研究替代性生计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有效性提升的必要性。

本研究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来分析替代性生计对牧户禁牧受偿意愿的

影响。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假定存在一个市场或者一种支付方式，受访者愿意支付多少钱来获得某种商品，或者

希望得到多少补偿才愿意放弃消费某种商品。前者即为支付意愿，后者为接受补偿的意愿。CVM 一般用于评估

非市场化物品，可以测算大多数（准）公共物品的价值。草原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也

不具有完全的竞争性，草原带来的生态效益还具有明晰的正外部性。基于这样的特性，草原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

质，运用 CVM 测算牧户对于草原禁牧的受偿意愿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单界二分选择（single-bounded 
dichotomous choice，SBDC）和双界二分选择（double-bounded dichotomous choice，DBDC）是 CVM 最常见的两种

实验测度形式。本研究选用 DBDC 的实验测度形式，因为相比于 SBDC，DBDC 针对第一次出价反应，增加了第

二次投标值选项，以收集受访者更多的意愿信息，有利于提高 WTA 的估计效率［37］。

情境描述是 CVM 应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使受访牧户更好地了解禁牧政策背景，在开始提问前，问卷

首先向受访牧户详细讲明了情境设定：假设政府计划实施一项保护草地的禁牧政策（禁牧地上不能放养任何牛

羊），牧户是否参加全凭自愿。即背景设定为完全禁牧，因此本研究测算的是牧户完全禁牧的受偿意愿。在此基

础上，利用图 3 所示的 DBDC 询问方式对牧户的受偿意愿进行引导。DBDC 需要连续提出两个问题，要求受访牧

户回答“是”或“否”。如果牧户对于是否接受禁牧补偿初始投标值选择“是”，则其面临的第二次投标值降低；反之

对初始投标值选择“否”，则第二次投标值增加。通过两个问题答案的不同组合，测算出该牧户的完全禁牧受偿意

愿区间。

经过预调查和专家咨询，并结合样本地第一轮和第二轮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补偿标准，最终确定的 6 套投标

方案如表 1 所示。第一套方案的第一次投标值和第二次投标高值分别是第二套方案的第二次投标低值和第一次

投标值，以此类推形成了 6 套不同的方案。在每个村调研时，将编号 1~6 的受偿方案随机不重复分给 6 个牧户，

按照牧户分到的受偿方案询问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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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估计方法

基于 DBDC 实验收集的数据，常用来估计 WTA
及分析其影响因素的模型有单变量 Logit 模型、区间

数据模型（interval-data model）［37］和双变量 Probit 模型

（bivariate probit，biprobit）［38］。从技术上讲 Biprobit 模
型更优，因为它的约束条件较少，允许样本牧户的两

次回答之间非完全独立，这更加符合现实，两者往往

存在显著的关联性。从稳健性和估计结果解释的直

观性来讲，区间数据模型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39-40］。

因此，本研究选取区间数据模型作为 DBDC 的基准估

计模型，并选取 Biprobit模型估计作为稳健性检验。

区间数据模型的估计原理如下：在该模型中，假

设两个方程（或问题）的 WTA 均值或中位数估计值和离散参数是相同的，同时假设两个方程中随机分量之间的

相关系数为 1。为了更加直观，设定一个二分类变量 Ii 来描述样本牧户针对两个问题的离散响应，该变量一共有

以下 4 种取值情况：

Ii =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Ii
YY = 1  ，两个问题的选择是“是—是”

Ii
YN = 1  ，两个问题的选择是“是—否”

Ii
NY = 1  ，两个问题的选择是“否—是”

Ii
NN = 1  ，两个问题的选择是“否—否”

（1）

另外，设定牧户禁牧受偿意愿的估计方程如下：

WTA = β0 + β1 Sub + β2 X + ε，   ε~N ( 0， σ 2 ) （2）
式中：Sub 表示替代性生计情况，牧户层面指的是替代性生计特征，村级层面指的是替代性生计措施；X表示其他

影响牧户禁牧受偿意愿的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数量、户主年龄、过去 5 年受灾次数、距离最近公路的距离、是否通

宽带、是否加入合作社、草场经营面积等；β 为待估计参数， ε是符合独立同分布设定的误差项，服从均值为 0、方差

为 σ 2 的标准正态分布。基于设定的 WTA 估计函数，样本牧户对于两个问题的 4 种响应的概率相应地可以计算

如下：

图 3　草原完全禁牧受偿意愿（WTA）测算步骤（DBDC）
Fig. 3　Steps for calculating 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 for grazing ban （DBDC）

表 1　完全禁牧受偿方案设计

Table 1　 Design of compensation scheme for complete 
grazing ban （CNY·hm-2·yr-1）

受偿方案编号

Compensation 
scheme number

1

2

3

4

5

6

第一次投标值

First bid value

45

120

300

1200

2550

4500

第二次投标低值

Second low bid 
value

22. 5

45

120

300

1200

2550

第二次投标高值

Second high bid 
value

120

300

1200

2550

4500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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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 ( )YY = Prob ( )WTA ≤ Bid2a = Fx ( )Bid2a - β0 - β1 Sub - β2 X

Prob ( )YN = Prob ( )Bid2a < WTA ≤ Bid1 = Fx ( )Bid1 - β0 - β1 Sub - β2 X - Fx ( )Bid2a - β0 - β1 Sub - β2 X

Prob ( )NY = Prob ( )Bid1 < WTA ≤ Bid2b = Fx ( )Bid2b - β0 - β1 Sub - β2 X - Fx ( )Bid1 - β0 - β1 Sub - β2 X

Prob ( )NN = Prob ( )WTA > Bid2b = 1 - Fx ( )Bid2b - β0 - β1 Sub - β2 X

（3）
因此，可以构建如下似然函数，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法［37］估计参数 β 和  σ：

lnL = ∑
i =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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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YY
i ln [ ]Fx ( )Bid2a - β0 - β1 Sub - β2 X +

I YN
i ln [ ]Fx ( )Bid1 - β0 - β1 Sub - β2 X - Fx ( )Bid2a - β0 - β1 Sub - β2 X

+ I NY
i ln [ ]Fx ( )Bid2b - β0 - β1 Sub - β2 X - Fx ( )Bid1 - β0 - β1 Sub - β2 X

+ I NN
i ln [ ]1 - Fx ( )Bid2b - β0 - β1 Sub - β2 X

（4）

作为稳健性检验的 Biprobit 模型原理如下：令 W ji 为样本牧户 i 在第 j 轮的受偿意愿潜变量，Rji 表示消费者是

否接受第 j 轮投标值 Bidji 的决策变量，是一个二分类变量，接受则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参照 Cameron 等［38］的

方法，构建如下模型：

W ji = ϕ + φBidji + γSubji + λXji + δji （5）
式中：当 W ji ≤ Bidji，则 Rji=1，反之 Rji=0。（5）式中，φ 为常数项，ϕ 为 Bidji 的估计系数，Subji表示跟（2）式中的 Sub

一样的替代性生计变量，X ji 表示跟（2）式中 X一样的其他影响牧户禁牧受偿意愿的变量，γ 和 λ为其相应的估计系

数。δji 表示随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相应地，样本牧户对于两个问题的 4 种响应的概率可以表

示为：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P ( )R 1i = 1， R 2i = 1 = P ( )W 1i ≤ Bid 1i， W 2i ≤ Bid 2i

P ( )R 1i = 1， R 2i = 0 = P ( )W 1i ≤ Bid 1i， W 2i ≥ Bid 2i

P ( )R 1i = 0， R 2i = 1 = P ( )W 1i ≥ Bid 1i， W 2i ≤ Bid 2i

P ( )R 1i = 0， R 2i = 0 = P ( )W 1i ≥ Bid 1i， W 2i ≥ Bid 2i

（6）

基于此构建如下似然方程用于估计相关参数：

L = P (R 1i = 1， R 2i = 1)× P (R 1i = 1， R 2i = 0)× P (R 1i = 0， R 2i = 1)× P (R 1i = 0， R 2i = 0) （7）
1. 4　核心变量定义和测量

为探析替代性生计对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效果的作用，本研究将替代性生计的相关变量作为核心解

释变量纳入受偿意愿的估计方程中，通过分析其对受偿意愿的影响来检验。本研究分别从牧户和村庄两个层面

衡量替代性生计。牧户层面的替代性生计主要是指牧户的替代性生计特征，包括非牧就业收入占比和非牧就业

收入稳定性两个方面，参考 Ellis［41］制定表 2 所示的划分标准，细分为低技能非牧就业和高技能非牧就业。非牧就

业收入占比基于牧户 2020 年的收入计算，其中低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等于 2020 年低技能非牧业收入与当年家

庭总收入（不含转移支付收入）的比值，高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等于 2020 年高技能非牧业收入与当年家庭总收

入（不含转移支付收入）的比值。非牧就业收入稳定性通过计算 2015-2020 年的非牧就业收入的变异系数来衡

量，即标准偏差/平均值。但是当均值为 0 时无法计算得到变异系数，即当牧户 2015-2020 年期间每年的低技能

非牧就业收入或者高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均为 0 时，无法衡量其稳定性。因此，本研究将低技能非牧就业收入稳定

性定义为一个三分类变量，2015-2020 年均无低技能非牧就业收入赋值为 1，按照变异系数的中位数（计算过程

中发现，变异系数保留有限位数后导致中位数的频数较大，因此按照中位数归小值区间的方法进行分组，这也就

是为什么按照中位数划分，但是表 4 中高稳定和低稳定性分组占比不同的原因。但是在相同的原则下，还是能通

过比较两个占比的多少，体现样本牧户低技能非牧就业和高技能非牧就业的总体稳定性的差异），将 2015-2020
年间有低技能非牧就业收入且收入变异系数≤中位数赋值为 2，低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变异系数>中位数赋值为

3。高技能非牧就业收入稳定性变量的定义也同理。

35



Vol. 33，No. 6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2024）

村级层面的替代性生计措施主要是指村庄（联合相关组织）提供非牧就业培训服务以帮助牧户更好地实现劳

动力从牧业向非牧业转移。为体现就业培训的效果，本研究对村庄提供就业培训界定的时间范围是 2017-2020
年。设定的变量具体包括：2017-2020 年村庄提供就业培训的年份数（即 4 年间一共有多少年提供了非牧就业服

务）、每一年是否提供就业培训服务，以及是否连续 3~4 年提供就业培训服务。将上述村级就业培训服务供给变

量分别纳入估计模型中，考察村庄替代性生计帮扶措施对牧户禁牧受偿意愿的影响，为替代性生计措施优化草原

生态补奖政策效果提供新的视角。

1. 5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对中国两个牧区省份——青海省和甘肃省的牧户实地跟踪调查。青海省和甘

肃省的草地面积占土地覆盖总量的 20% 以上（中国国家统计局，2017），在中央划拨的第一轮（2011-2015 年）草

原生态补奖资金中占比约 1/4，因此选取这两个草原省份作为研究样本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课题组采用分层

随机抽样方法在两个样本省份中选取样本县、镇、村和牧户。首先，将青海省所有参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县按

人均年收入高低分成 3 组，每组随机抽取 2 个县。同样，将甘肃省所有参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县按人均年收入

高低分成 4 组，每组随机抽取 1 个县（本研究数据抽样原则设定为青海省抽取 6 个草原县，甘肃省抽取 4 个草原县，

原因是青海省和甘肃省的牧区半牧区县的数量之比为 3∶2，因此在抽样中按照同比例逻辑进行抽样） ；其次，在样

本县内，将所有镇（乡）根据人均草地面积大小划分为 3 组，每组随机抽取 1 个镇（乡）；第三，在样本镇内，将所有行

政村按照人均草地面积大小划分为 2 组，每组随机抽取 1 个行政村；最后，从每个样本村中随机抽取 6 户牧户，共

计 10 个县 30 个镇（乡）60 个村 360 户牧户。

课题组于 2017 年对 60 个村和 360 户牧户开展了第一轮实地调研，收集了 2017 年村级就业培训、2015-2017
年牧户的非牧就业、家庭人口规模、合作社参与、受灾情况等相关数据；2020 年进行了第二轮追踪调研，收集了样

本村庄和牧户 2018-2020 年的相关数据，并面向牧户开展了草原生态保护受偿意愿行为实验；牧户层面获得 270
个追踪样本，丢失了 90 个原始样本。270 个追踪样本中，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样本后，最后获得有效追踪样本 248
个。基于调研过程中村干部和村民反馈核实，样本丢失的主要原因包括：由于成员全部去世或投靠亲友造成家庭

自然消亡；举家外出务工或搬离本村；走亲访友等原因家庭无人在家接受调查；拒绝接受调查等。考虑到行为实

验需要面对面访谈，从而提高牧户的实验理解水平，保证牧户的真实反应和选择。因此课题组不选择通过电话访

谈等方式对丢失样本进行追踪。

为检验样本丢失是否随机，本研究基于 2017 年的牧户相关数据，选取家庭劳动力比例、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

限、人均年补奖资金作为家庭特征的衡量指标，通过独立样本均值检验判断丢失样本和有效追踪样本之间是否存

在显著性差异。如表 3 所示，有效追踪样本和丢失样本的家庭劳动力比例双边 T 检验的 P 值为 0. 20，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双边 T 检验的 P 值为 0. 93，人均年补奖资金双边 T 检验的 P 值为 0. 86，均未通过异质性检验。这一定

表 2　非牧生计类型的划分依据

Table 2　Type classification of non-farm livelihood

非牧生计活动

Non-farm livelihood

低技能非牧就业

Low-skilled non-

farm work

高技能非牧就业

High-skilled non-

farm work

描述

Description

1）工厂的工人 Factory workers；2）建筑业工人 Building workers；3）矿业工人 Mining workers；4）其他工人 Other workers；5）工

匠（木匠、水泥匠）Artisans （carpenters， cement workers）；6）服务业工人（餐厅服务员、保洁、保安等）Service workers （restau⁃
rant waiters， cleaners， security guards， etc.）； 7）农忙时节的农牧业务工和打零工等 Farm workers and odd jobber during the 
busy farming season.

1）商业员工 Commercial employees；2）办事人员（秘书等）Clerical staff （secretaries， etc.）；3）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

等）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teachers， doctors， etc.）；4）党政企事业单位人员 Personnel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5）企业的管理人员 Management personnel of the enterprise；6）自营工商业，包括个体商贩、自营工

业、自营服务业（自家跑运输、开理发店等）等 Self-employed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cluding individual traders， self-em⁃
ployed industry， self-employed service industry （own transportation， barber shop，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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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拒绝了丢失样本的家庭特征与有效追踪样本的家庭特征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的原假设，表明样本的丢失不

会导致剩余样本代表性降低。

2　结果与分析

2.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2. 1. 1　样本牧户替代性生计特征　  表 4 为样本牧户 2015-2020 年的替代性生计特征。整体来看，样本牧户的

非牧就业率较低，2020 年只有 22. 93% 的牧户参与低技能非牧就业，平均低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仅为 9. 84%；

2020 年高技能非牧就业牧户占比为 18. 02%，平均高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为 6. 25%。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

2015-2020 年均不参与低技能非牧就业的牧户占比高达 71. 77%，6 年间均不参与高技能非牧就业的牧户占比为

70. 97%。从非牧就业稳定性来看，低技能非牧就业的收入稳定性较低，6 年间有参与低技能非牧就业但是收入

稳定性较低的牧户占比高于收入稳定性高的牧户占比，前者比例为 16. 94%，后者为 11. 29%。相反的是，高技能

非牧就业的收入稳定性较高，6 年间有参与高技能非牧就业且收入稳定性较高的牧户占比高于收入稳定性低的

牧户占比，前者比例为 20. 56%，后者为 8. 47%。这是符合现实情况的，一般高技能非牧就业是进入门槛较高但

收入较高且稳定的行业，相较之下低技能非牧就业的进入门槛较低且从事时间相对灵活、收入波动相对较大。

表 3　丢失样本的异质性检验

Table 3　Heterogeneity test of untraceable samples

项目

Item

有效追踪样本 Effective tracking samples

丢失样本 Untraceable samples

独立样本均值检验的 P 值（双边 T 检验）P value of 
independent sample mean test （Bilateral T test）

样本量

Number of 
samples

248

90

家庭劳动力比例

Household labor 
ratio （%）

73. 59

69. 59

0. 20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Average schooling years of 
household labor （yr）

4. 08

4. 05

0. 93

人均年补奖资金

Per capita annual compensation 
amount （CNY·Capita-1·yr-1）

5542. 16

5822. 15

0. 86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Data source： Collated according to survey data.

表 4　样本牧户替代性生计特征

Table 4　Characteristics of alternative livelihoods of sample herders （%）

时间 Year

2020

2015-
2020

类型 Type

参与低技能非牧就业牧户占比 Ratio of households participating in low-skilled non-farm work

低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 Share of income from low-skilled non-farm work

参与高技能非牧就业牧户占比 Ratio of households participating in high-skilled non-farm work

高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 Share of income from high-skilled non-farm work

6 年均不参与低技能非牧就业牧户占比 Ratio of households not participating in low-skilled non-farm work during 6 years

6 年间有参与低技能非牧就业但收入稳定性较低的牧户占比 Ratio of households participating in low-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low income stability during 6 years

6 年间有参与低技能非牧就业且收入稳定性较高的牧户占比 Ratio of households participating in low-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high income stability during 6 years

6 年均不参与高技能非牧就业牧户占比 Ratio of households not participating in high-skilled non-farm work during 6 years

6 年间有参与高技能非牧就业但收入稳定性较低的牧户占比 Ratio of households participating in high-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low income stability during 6 years

6 年间有参与高技能非牧就业且收入稳定性较高的牧户占比 Ratio of households participating in high-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high income stability during 6 years

数值 Value

22. 93

9. 84

18. 02

6. 25

71. 77

16. 94

11. 29

70. 97

8. 47

20. 56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Data source： Collated according to surve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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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村级替代性生计措施情况　  图 4 呈现了样

本村庄的替代性生计措施落实情况，即就业培训服务

的提供情况。整体来看，村级就业培训服务提供情况

得到了明显的改进。2017-2020 年提供就业培训的

村庄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2017 年仅有 32. 26% 的村

庄提供就业培训，从 2018 年之后该比例超过 40%，其

中 2019 年达到了 45. 56%，接近一半的样本村庄表示

为牧户提供了非牧就业培训。2021 年的就业培训比

例稍微降低，原因可能是受到全球 COVID-19 大流行

的波及。

2. 1. 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5 详细展示

了实证分析中应用的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结果。对

应实验设计的 6 套投标值方案，样本牧户面临的第一

次投标值的均值为 1371. 109 元·hm-2，第二次投标值的均值为 1768. 458 元·hm-2。对于第一次投标值，只有

26. 2% 的样本牧户选择了接受；对于第二次投标值，选择接受的牧户比例也仅为 24. 2%，表明整体上牧户对完全

禁牧政策的接受度不高，或者说完全禁牧受偿意愿较高。村级就业培训服务方面，2017-2020 年样本村庄平均

提供就业培训的年份数为 1. 633，尚不足 2 年，表明村级就业培训服务供给还存在进一步加强的空间。每一年的

就业培训供给情况如图 4 所述。通过观察牧户非牧就业变量的特征可知，样本中存在牧户的收入来源全部为低

技能非牧就业或者高技能非牧就业的情况，即牧户完全放弃了牧业生产或者当年牧业无收入。样本牧户的家庭

人口数量均值约为 5 人，户主平均年龄约为 52 岁。样本牧户过去 5 年平均受灾次数约为 1 次。样本牧户的家距离

最近公路的距离平均为 7. 459 km，最远距离高达 80 km，表明牧区偏僻辽阔，交通便利性较差。约 32. 7% 的牧户

表示自家通了宽带互联网，37. 9% 的牧户表示加入了合作社。样本牧户平均草场经营面积为 0. 056 万 hm2。

2. 2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2. 2. 1　牧户替代性生计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效果的优化作用　  首先，本研究从牧户非牧就业特征的角度

分析替代性生计对牧户完全禁牧受偿意愿的影响，从牧户层面上揭示替代性生计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效果的优

化作用。利用区间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模型 1 首先不纳入任何解释变量，常数项表示不考虑任何因

素影响下，牧户平均完全禁牧受偿意愿为 3564. 136 元·hm-2，远远高于目前的补偿标准，这也印证了当前大部分

牧户不愿意遵守政策约束、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模型 2 纳入了牧户 2020 年低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和 2020 年

高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变量，结果显示，2020 年低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对牧户完全禁牧受偿意愿没有显著

的影响，而 2020 年高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系数为-3175. 442，表明和 2020 年

完全没有高技能非牧就业收入的牧户相比，收入来源完全是高技能非牧就业的牧户的完全禁牧受偿意愿降低了

3175. 442 元·hm-2。模型 3 进一步纳入家庭人口数量、户主年龄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2020 年低技能非牧就业

收入占比依旧不显著，2020 年高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依旧显著且估计系数为负，表明高技能非牧就业有利于

降低牧户完全禁牧受偿意愿的结论是稳健的。

模型 4~6 主要考察了牧户非牧就业收入稳定性对完全禁牧受偿意愿的影响。模型 4 仅纳入了低技能非牧就

业稳定性变量，结果显示，和 2015-2020 年不参与低技能非牧就业的牧户相比，参与低技能非牧就业但收入稳定

性低的牧户和参与低技能非牧就业且收入稳定性高的牧户的完全禁牧受偿意愿均无显著差异。模型 5 在模型 4
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高技能非牧就业稳定性变量，结果显示，低技能非牧就业稳定性变量依旧不显著；变量“高

技能非牧就业低稳定性”不显著，但变量“高技能非牧就业高稳定性”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系数为

-1105. 483，表明具有高稳定性高技能非牧就业收入的牧户的完全禁牧受偿意愿比无任何高技能非牧就业收入

图 4　2017-2020年村级替代性生计措施落实情况

Fig. 4　 Village-level implementation of alternative livelihood 
measures during 2017-2020
数 据 来 源 ：根 据 调 研 数 据 整 理 。 Data source： Collated according to 
surve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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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牧户低 1105. 483 元·hm-2。模型 6 进一步纳入了其他控制变量，非牧就业稳定性变量中，只有“高技能非牧就业

高稳定性”变量持续显著且系数为负。

综上可知，牧户的替代性生计特征是降低牧户完全禁牧受偿意愿、在当前补偿标准下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但是只有高稳定性、高收益的高技能非牧就业才能发挥有效作用。牧户目前的低技能非牧

就业尚不足以支撑牧户愿意在低补偿标准下放弃放牧，因此难以发挥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优化作用。

表 5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5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项目

Item

WTA 实验

变量 WTA 
experiment 
variables

村级替代性

生计措施变

量 Village-

level vari⁃
ables of alter⁃
native liveli⁃
hood mea⁃
sures

牧户替代性

生计特征变

量

Household-

level vari⁃
ables of al⁃
ternative 
livelihood 
characteristic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
ables

变量

Variable

第一次投标值 First bid value

第二次投标值 Second bid value

第一次选择 First choice

第二次选择 Second choice

2017-2020年提供就业培训年份数 Number of years of job training ser⁃
vices provided during 2017-2020

2020年是否提供就业培训 Whether to provide job training services in 2020

2019年是否提供就业培训 Whether to provide job training services in 2019

2018年是否提供就业培训 Whether to provide job training services in 2018

2017年是否提供就业培训 Whether to provide job training services in 2017

是否连续 3~4年提供就业培训 Whether to provide job training services 
for 3~4 consecutive years

2020年低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 Share of income from low-skilled non-

farm work in 2020

2020年高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 Share of income from high-skilled non-

farm work in 2020

2015-2020年低技能非牧就业低稳定性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low-

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low income stability during 2015-2020a

2015-2020年低技能非牧就业高稳定性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low-

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high income stability during 2015-2020a

2015-2020年高技能非牧就业低稳定性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high-

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low income stability during 2015-2020b

2015-2020年高技能非牧就业高稳定性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high-

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high income stability during 2015-2020b

家庭人口数量 Household population size

户主年龄 Age of household head

过去 5年受灾次数 Number of disaster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距离最近公路的距离 Distance from the nearest road

是否通宽带 Broadband access or not

是否加入合作社 Whether to join a cooperative

草场经营面积 Grassland area

省份 Province

定义

Definition

元·hm-2 CNY·ha-1

元·hm-2 CNY·ha-1

是 Yes=1，否 No=0

是 Yes=1，否 No=0

年份 Year

是 Yes=1，否 No=0

是 Yes=1，否 No=0

是 Yes=1，否 No=0

是 Yes=1，否 No=0

是 Yes=1，否 No=0

取值 0 到 1 Ranges 
from 0 to 1

取值 0 到 1 Ranges 
from 0 to 1

是 Yes=1，否 No=0

是 Yes=1，否 No=0

是 Yes=1，否 No=0

是 Yes=1，否 No=0

人 Capita

岁 Years old

次 Times

千米 km

是 Yes=1，否 No=0

是 Yes=1，否 No=0

万 hm2 104 ha

甘肃 Gansu=0
青海 Qinghai=1

均值

Mean

1371. 109

1768. 458

0. 262

0. 242

1. 633

0. 419

0. 456

0. 435

0. 323

0. 415

0. 098

0. 063

0. 169

0. 113

0. 085

0. 206

4. 859

51. 883

0. 915

7. 459

0. 327

0. 379

0. 056

0. 621

方差

SD

1543. 060

2021. 472

0. 441

0. 429

1. 815

0. 494

0. 499

0. 497

0. 468

0. 494

0. 240

0. 179

0. 376

0. 317

0. 279

0. 405

1. 953

11. 553

1. 742

14. 591

0. 470

0. 486

0. 158

0. 486

最小值

Min

45. 0

22.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3

0

0

0

0

0

0

最大值

Max

4500

7200

1

1

4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96

10

80

1

1

1. 267

1

注： a：对照组为“2015-2020 年不参与低技能非牧就业”；b：对照组为“2015-2020 年不参与高技能非牧就业”。WTA：受偿主体受偿意愿。

Note：  a： Base case is “No participation in low-skilled non-farm work during 2015-2020”.  b： Base case is “No participation in high-skilled non-farm 
work during 2015-2020”.  WTA： Willingness to accept.  SD： Var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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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方面，变量“户主年龄”在 5%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户主年龄越大，牧户完全禁

牧受偿意愿越低。可能是因为年龄越大的牧户其牧业收益越低，因此对草地禁牧索要的补偿也相应降低。或是

表 6　牧户替代性生计特征对完全禁牧受偿意愿的影响

Table 6　Effects of herders’ alternative livelihood characteristics on WTA for grazing ban

变量

Variable

2020年低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 Share of income 
from low-skilled non-farm work in 2020

2020年高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 Share of income 
from high-skilled non-farm work in 2020

2015-2020年低技能非牧就业稳定性 Income stability of low-skilled non-farm work during 2015-2020（以“2015-2020年不参与低技能非牧就业”为对

照组 Base case is “No participation in low-skilled non-farm work during 2015-2020”）

低技能非牧就业低稳定性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low-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low income stability

低技能非牧就业高稳定性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low-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high income stability

2015-2020年高技能非牧就业稳定性 Income stability of high-skilled non-farm work during 2015-2020（以“2015-2020年不参与高技能非牧就业”为对

照组 Base case is “No participation in high-skilled non-farm work during 2015-2020”）

高技能非牧就业低稳定性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high-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low income stability

高技能非牧就业高稳定性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high-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high income stability

家庭人口数量 Household population size

户主年龄 Age of household head

过去 5年受灾次数 Number of disaster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距离最近公路的距离 Distance from the nearest road

是否通宽带 Broadband access or not

是否加入合作社 Whether to join a cooperative

草场经营面积 Grassland area

省份 Province

常数项 Constant

参数 σ

样本量 Observation

对数似然值 Log likelihood

完全禁牧受偿意愿 WTA for grazing ban

模型 1
Model 1

—

—

—

—

—

—

—

—

—

—

—

—

—

—

3564. 136***
（320. 586）

2946. 707***
（267. 005）

248

303. 241

模型 2
Model 2

670. 215
（1098. 684）

-3175. 442**
（1463. 547）

—

—

—

—

—

—

—

—

—

—

—

—

3741. 206***
（383. 252）

2945. 953***
（285. 626）

248

-265. 225

模型 3
Model 3

153. 118
（1111. 635）

-2648. 788**
（1335. 003）

—

—

—

—

223. 641
（141. 148）

-53. 075**
（22. 214）

151. 340
（150. 052）

8. 748
（19. 917）

-1110. 115*
（585. 479）

-119. 680
（544. 933）

616. 332
（965. 690）

69. 009
（582. 354）

5642. 024***
（1557. 927）

2867. 343***
（274. 811）

248

-257. 011

模型 4
Model 4

—

—

-642. 489
（615. 189）

-420. 386
（516. 533）

—

—

—

—

—

—

—

—

—

—

3825. 287***
（414. 214）

2927. 345***
（267. 129）

248

-302. 596

模型 5
Model 5

—

—

923. 091
（708. 724）

186. 775
（697. 794）

-1243. 256
（754. 762）

-1105. 483**
（521. 164）

—

—

—

—

—

—

—

—

3734. 734***
（383. 457）

2880. 209***
（262. 147）

248

-299. 325

模型 6
Model 6

—

—

770. 347
（701. 919）

286. 386
（660. 812）

-722. 734
（752. 387）

-919. 531*
（535. 803）

163. 139
（128. 346）

-50. 289**
（19. 956）

108. 970
（134. 049）

-3. 835
（13. 515）

-810. 173
（581. 843）

-36. 505
（496. 361）

-453. 266
（1137. 682）

131. 726
（580. 545）

5688. 563***
（1414. 755）

2816. 909***
（249. 556）

248

-292. 357

注：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Note： The values in parentheses are robust standard errors.  “***”， “**”，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the 1%， 5%， and 10%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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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年龄越大的牧户对草原的保护意识越强，越愿意通过禁牧方式保护草原环境从而降低其完全禁牧受偿意

愿。变量“是否通宽带”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和未通宽带的牧户相比，通宽带的牧户的

完全禁牧受偿意愿越低。可能的原因是，宽带互联网有助于牧户更多地了解禁牧政策的好处，从而更愿意通过禁

牧的方式保护草原环境。

2. 2. 2　村级替代性生计措施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效果的优化作用　  其次，本研究从村级非牧就业培训服

务供给的角度分析替代性生计措施对牧户完全禁牧受偿意愿的影响，并试图从村级层面揭示替代性生计对草原

生态补奖政策效果的优化作用。与牧户非牧就业特征变量相比较，选取村级非牧就业培训服务变量，一方面能避

免牧户自选择效应带来的偏误，另一方面能更直观地突出政策的优化方向。此外，由于村级替代性生计措施是通

过影响牧户替代性生计来发挥作用，本研究将牧户层面和村级层面的替代性生计变量分别进行回归估计。估计

结果如表 7 所示。模型 7 仅纳入变量“2017-2020 年提供就业培训年份数”，估计结果显示该变量在 5% 水平下显

著且系数为负，表明牧户完全禁牧受偿意愿随着村级非牧就业培训供给的增加而减少。模型 8 在模型 7 基础上进

一步考虑家庭人口数量、户主年龄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变量“2017-2020 年提供就业培训年份数”依然显著，系

数为-270. 796，即控制其他变量不变，2017-2020 年村级提供就业培训的年份数增加一年，则牧户完全禁牧受

偿意愿减少 270. 796 元·hm-2。

模型 9 和模型 10 探索了不同年度非牧业就业培训服务对牧户完全禁牧受偿意愿的影响。模型 9 将各年度是

否提供就业培训的 4 个变量纳入回归，结果显示，2017 和 2020 年的村级就业培训服务显著降低了牧户的完全禁

牧受偿意愿，2018 和 2019 年的村级就业服务的作用不显著。模型 10 在模型 9 的基础上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结果

表 7　村级替代性生计措施对完全禁牧受偿意愿的影响

Table 7　Effects of village-level alternative livelihood measures on WTA for grazing ban

变量

Variable

2017-2020 年提供就业培训年份数 Number of years
of job training services provided during 2017-2020

2020 年是否提供就业培训

Whether to provide job training services in 2020

2019 年是否提供就业培训

Whether to provide job training services in 2019

2018 年是否提供就业培训

Whether to provide job training services in 2018

2017 年是否提供就业培训

Whether to provide job training services in 2017

是否连续 3~4 年提供就业培训 Whether to provide
job training services for 3~4 consecutive years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s

常数项 Constant

参数 σ

样本量 Observation

对数似然值 Log likelihood

完全禁牧受偿意愿 WTA for grazing ban

模型 7
Model 7

-264. 937**
（126. 272）

—

—

—

—

—

否 No

3993. 326***
（415. 669）

2908. 083***
（261. 269）

248

-301. 001

模型 8
Model 8

-270. 796*
（139. 704）

—

—

—

—

—

是 Yes

6655. 659***
（246. 768）

2818. 110***
（246. 768）

248

-292. 704

模型 9
Model 9

—

-1587. 348**
（797. 271）

2244. 703
（1590. 828）

-209. 523
（1529. 792）

-1793. 745**
（768. 561）

—

否 No

3883. 661***
（409. 705）

2860. 632***
（260. 027）

248

-297. 637

模型 10
Model 10

—

-2075. 630**
（938. 479）

2659. 447
（2114. 153）

-462. 267
（2031. 298）

-1671. 326*
（881. 894）

—

是 Yes

7036. 829***
（1531. 615）

2762. 067***
（240. 166）

248

-289. 405

模型 11
Model 11

—

—

—

—

—

-951. 890**
（458. 681）

否 No

3956. 503***
（406. 024）

2909. 298***
（260. 815）

248

-301. 118

模型 12
Model 12

—

—

—

—

—

-928. 908*
（492. 347）

是 Yes

6526. 355***
（1500. 732）

2821. 826***
（246. 327）

248

-292.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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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模型 9 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这表明了培训服务的有效作用可能存在周期

性和累积性，为了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构建了“是否连续 3~4 年提供就业培训服务”的变量，分别在不控制和控制

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估计结果如模型 11 和模型 12 所示。结果显示，变量“是否连续 3~4 年提供就业培训服务”显

著且估计系数为负，证明了培训需要连续 3~4 年才能真正有效促进牧户的非牧就业，从而实现牧户的替代性生

计转移，降低牧户完全禁牧受偿意愿。

综上所述，村庄提供替代性生计帮扶措施，例如非牧就业培训，有利于促进牧户找到有效的替代性生计方式，

降低对畜牧业的依赖性，进而降低其完全禁牧受偿意愿，有利于在当前较低的补偿标准下提升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有效性。控制变量方面，各个变量的显著性与估计系数与表 7 结果大体一致。

2. 2. 3　稳健性检验：Biprobit模型　  为了检验表 6 和 7 中牧户替代性生计特征及村级替代性生计措施对完全禁

牧受偿意愿影响的结果稳健性，本研究采用了约束条件更放松的 Bi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并通过 Wald 检验，对两

轮投标过程施加系数一致的约束条件进行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8 所示。模型 13~17 的估计结果均显示，投标值变

量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投标值越大，牧户接受该投标值的概率就越高。具体地，投标值

每增加 100 元·hm-2，牧户接受该禁牧补偿同意完全禁牧的可能性增加 2%。这和现实是符合的，越高的补偿金额

越能弥补牧户放弃放牧造成的损失，从而牧户越愿意履行政策要求。

模型 13 检验了 2020 年非牧就业收入占比影响的稳健性，结果显示只有高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显著提高了

牧户愿意接受禁牧补偿同意完全禁牧的概率，而低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的影响不显著，证明了表 6 中模型 3 的

结果是稳健的。模型 14 检验了非牧就业稳定性影响的稳健性，结果显示只有从事高稳定性高技能非牧就业的牧

户显著提高了其接受禁牧补偿同意完全禁牧的可能性，证明了表 6 中模型 6 估计结果是稳健的。模型 15 的估计

结果显示，2017-2020 年村级提供就业培训年份数显著正向提高了牧户愿意接受禁牧补偿同意完全禁牧的可能

性，证明了表 7 中模型 8 的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模型 16 的估计结果同样表明，2020 和 2017 年的村级就业培训显

著提高了牧户接受补偿的概率，与表 7 中模型 10 的估计结果相互印证。模型 17 的估计结果显示，村级连续 3~4
年提供就业培训有助于降低牧户完全禁牧受偿意愿，证明了模型 12 的稳健性。

综上，表 6 和 7 中的估计结果是稳健可靠的，即高收益、高稳定性、高质量的高技能非牧就业是牧户有效的替

代性生计方式，有利于降低牧户对畜牧业的依赖程度，使其愿意以较低的补偿标准接受禁牧政策，实现转变生计、

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目的，有助于提升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有效性。另外，村级非牧就业培训有利于促进牧户增加

替代性生计选择、提高替代性生计收入，从而提高其对禁牧政策的接受度，进一步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

效果。

3　结论与启示

3. 1　结论

本研究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为例，利用甘肃和青海 2 个牧区省份的牧户追踪调查数据，基于牧户禁牧受偿意

愿行为实验，采用区间数据模型和 Biprobit 模型通过从牧户层面和村级层面考察替代性生计对牧户禁牧受偿意

愿的影响，揭示替代性生计对生态补偿有效性的提升作用。结论如下：

1）牧户的替代性生计特征是降低牧户完全禁牧受偿意愿、在当前的补偿标准下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重

要因素，但是只有高收益、高稳定性的高技能非牧就业才能发挥有效作用。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下，补奖资金

难以弥补牧户降低畜牧生产规模或放弃畜牧生产带来的损失。在这种情况，牧户如果有高收益、高稳定性的非牧

就业作为生计转型的有效出路，便会降低对草地资源的依赖，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下的资源利用约束才能得以生

效；反之，如果牧户缺乏具有稳定收入回报的替代性生计活动，理性的牧户难以遵守放牧约束，甚至利用补奖资金

扩大畜牧生产规模，从而加剧了对草场的利用程度，导致政策预期效果难以实现。

2）村级提供替代性生计帮扶措施有利于降低牧户完全禁牧受偿意愿、在当前的补偿标准下促进草原生态补

奖政策实施效果的优化。村庄提供替代性生计帮扶措施，例如非牧就业培训，有利于促进牧户寻找到有效的替代

性生计方式，降低对畜牧业的依赖性，进而降低其完全禁牧受偿意愿。此外，由于就业培训服务发挥功效需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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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时间和累积，因此需要连续 3~4 年培训才能真正有效促进牧户的非牧就业，从而实现牧户的替代性生计转

移，降低牧户完全禁牧受偿意愿来促进补偿有效性提升。

3. 2　政策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对提升我国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取

决于政策设计本身，还在于是否同时落实高度匹配的配套措施。立足于受偿主体的替代性生计，通过配套政策去

表 8　基于 Biprobit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Table 8　Robustness check by Biprobit model

变量

Variables

第一次或第二次投标值 First bid value or second bid value

2020 年低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 Share of income from 
low-skilled non-farm work in 2020
2020 年高技能非牧就业收入占比 Share of income from 
high-skilled non-farm work in 2020
2015-2020 年低技能非牧就业稳定性 Income stability of low-skilled non-farm work during 2015-2020（以“2015-2020 年不参与低技能非牧就业”为对

照组 Base case is “No participation in low-skilled non-farm work during 2015-2020”）
低技能非牧就业低稳定性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low-

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low income stability
低技能非牧就业高稳定性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low-

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high income stability
2015-2020 年高技能非牧就业稳定性 Income stability of high-skilled non-farm work during 2015-2020（以“2015-2020 年不参与高技能非牧就业”为

对照组 Base case is “No participation in high-skilled non-farm work during 2015-2020”）
高技能非牧就业低稳定性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high-

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low income stability
高技能非牧就业高稳定性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high-

skilled non-farm work with high income stability
2017-2020 年提供就业培训年份数 Number of years of 
job training services provided during 2017-2020
2020 年是否提供就业培训 Whether to provide job training 
services in 2020
2019 年是否提供就业培训 Whether to provide job training 
services in 2019
2018 年是否提供就业培训 Whether to provide job training 
services in 2018
2017 年是否提供就业培训 Whether to provide job training 
services in 2017
是否连续 3~4 年提供就业培训 Whether to provide job 
training services for 3~4 consecutive years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s

常数项 Constant

参数的反 tan 函数值 Athrho

样本量 Observation
Wald 统计量 Wald statistic
对数似然值 Log likelihood

是否愿意接受禁牧补偿同意完全禁牧

Whether to accept compensation and agree to grazing ban

模型 13
Model 13

0. 000***
（0. 000）
-0. 195
（0. 326）

0. 761*
（0. 408）

—

—

—

—

—

—

—

—

—

—

是 Yes

-1. 597***
（0. 467）

0. 348**
（0. 156）

248
45. 870***

-216. 300

模型 14
Model 14

0. 000***
（0. 000）

—

—

-0. 298
（0. 195）
-0. 312
（0. 246）

0. 274
（0. 247）

0. 300*
（0. 172）

—

—

—

—

—

—

是 Yes

-0. 831***
（0. 153）

0. 444***
（0. 148）

248
36. 040***

-257. 519

模型 15
Model 15

0. 000***
（0. 000）

—

—

—

—

—

—

0. 080*
（0. 042）

—

—

—

—

—

是 Yes

-1. 991***
（0. 454）

0. 375***
（0. 149）

248
46. 540***

-250. 809

模型 16
Model 16

0. 000***
（0. 000）

—

—

—

—

—

—

—

0. 654**
（0. 301）
-1. 073
（0. 699）

0. 424
（0. 662）

0. 460*
（0. 280）

—

是 Yes

-2. 142***
（0. 463）

0. 353***
（0. 150）

248
50. 420***

-247. 597

模型 17
Model 17

0. 000***
（0. 000）

—

—

—

—

—

—

—

—

—

—

—

0. 275*
（0. 152）
是 Yes

-1. 952***
（0. 450）

0. 375**
（0. 149）

248
6. 345**

-250.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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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受偿主体的替代性生计转型和提升生计收益，才能进一步缓解生态保护和生计发展之间的冲突，促进生态补

偿政策的有效落实。因此，在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的同时，应重视受偿主体的替代性生计转型和发展问题：第一，加

强低自然资源依赖型替代生计的引导和宣扬，让受偿主体从思想意识和认知上转变和降低对自然资源利用的依

赖；第二，在村庄社区层面充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积极组织语言和职业技能培训等，解决偏远地区受偿主体就业

面临的语言、沟通、技能等障碍，增强受偿主体的就业素质和能力，注重受偿主体生计转型能力的培育；第三，推进

补偿区域周边城镇的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完善，以及提高城镇化水平，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和提升就业质量，增

强对补偿区域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第四，充分结合和融合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产品的深加工和产业链、价值

链延长建设，或者发展生态服务型经济等，拓展受偿主体开展自营工商业等非农牧就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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